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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家庭支持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探讨* 

王永丽  张智宇  何  颖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广州 510275) 

摘  要  采用问卷调查法, 以 773 对上级-下属配对数据为样本, 探讨了工作-家庭支持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

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 在我国文化背景下, 工作-家庭支持由组织支持、领导支持、情感性支持和

工具性支持四个因素组成, 其中组织支持和领导支持统称为工作领域支持, 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统称

为家庭领域支持; 工作投入中介工作领域支持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 创造性人格在工作投入与员工创造力

关系之间起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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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企业处于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之下, 墨守

陈规最终只会被市场残酷地淘汰, 因此, 创新是组

织发展壮大的力量之源。创新始于创造性的想法和

观点, 成功地实施新项目、发明新产品或新设备都

依赖于组织成员或团队的创新想法(Amabile, Conti, 
Coon, Lazenby, & Herron, 1996)。然而, 缺乏创新人

才是妨碍现今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首要因素, 因此, 
探讨影响员工创造力的因素以及因素间的作用机

制, 成为指导组织管理实践, 提高员工创造性绩效, 
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 乃至于关系到国家民族兴衰

强盛的重要课题。 
员工创造力一直是组织创造力的基础(Amabile, 

1988; Staw, 1990; Woodman, Sawyer, & Griffin, 1993), 
因此, 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员工创造力

这个问题。Woodman 等人(1993)的创造性交互模型

指出个体的创造性是个体的人格特征、认知风格、

相关的专业知识、内在动机和情境因素、社会因素

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 该领域已形成人与

环境交互作用的基本研究视角, 探讨员工个体特征

(Barron & Harington, 1981; Ford, 1996)、组织因素

(组织氛围、领导行为等)以及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

的交互作用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Shalley & Gilson, 
2004; Shalley, Zhou & Oldham, 2004; George & 
Zhou, 2007; 周浩, 龙立荣, 2011)。 

与此同时, 在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今天, 员工

面临来自组织和家庭的双重压力。早在 1999 年美

国前劳工部部长 Herman 就曾指出, 21 世纪管理决

策者与研究者所面临的三个主要问题是：全球化对

策、提高劳动者技能以及工作-家庭平衡。为了帮

助员工实现工作家庭平衡, 使员工能更加安心地投

入到工作中, 不少组织提出了一系列的组织支持政

策, 也被称为“家庭友好政策”, 例如灵活的工作安

排、家庭/医疗请假、员工幼年子女医疗和教育费用

补贴等。作为组织支持感的一个子集, 工作家庭支

持感更多地关注于员工所感知到的组织对其家庭

生活的支持, 这会对员工的工作态度和行为产生积

极的影响(Allen, 2001; Thompson, Jahn, Kopelman, 
& Prottas, 2004)。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不难发现员

工除了可以从组织中获得有利于其家庭生活的支

持, 还可以从家庭中获得有利于其工作的支持。如

Karatepe 和 Kilic (2007)发现, 配偶的支持与员工的

工作满意度和身体状况正相关 , 即家庭支持越高 , 
员工的工作满意度越好, 员工的身体状况越好。 

已有对工作-家庭支持结构的研究中 , 不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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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工作-家庭支持是一个工作指向家庭的单向

的支持过程(Haar, 2004)。国内学者李永鑫和赵娜

(2009)认为工作-家庭支持的研究不仅要关注工作

领域的支持, 还要关注家庭领域的支持, 因此, 将

工作-家庭支持定义为员工在工作过程中从组织领

域和家庭领域得到的有利于员工工作家庭平衡的

各种支持。本研究受工作-家庭关系研究双重指向

观点的启发, 认为工作-家庭支持也应该是一个双

向的概念, 指员工对从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获得的

帮助其平衡工作家庭关系的工具、信息和情感的感

知。Marcinkus, Whelan-Berry 和 Gordon (2007)在工

作家庭支持的相关研究中也是从组织领域和家庭

领域两个方面入手的。但这项研究并没有考察个体

在组织中获得的支持对其家庭生活的影响, 也没有

考察个体在家庭中获得的支持对其工作的影响。实

际上, 从组织和家庭两个领域得到的支持会使员工

在这两个方面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并且能让员工

更好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李永鑫, 赵娜, 2009)。 
由此可见 , 学者们已经开始关注工作-家庭支

持对员工工作态度和行为的影响, 但遗憾的是, 目

前还缺乏实证研究, 探索工作-家庭支持对员工创

造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在帮助员工提高创造力

的过程中 , 来自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的支持如何

产生作用 , 而个体差异又会对这些结论产生什么

影响。澄清这些问题将有助于丰富工作－家庭关

系研究领域的理论成果 , 并且希望通过实证研究

提出行之有效的措施 , 为帮助组织提高员工创造

力提供建议。 

2  研究假设 

2.1  工作-家庭支持与员工创造力 
工作和家庭是当今社会中绝大多数成年人生

活中最为重要的两个领域, 工作家庭关系包含工作

对家庭的影响和家庭对工作的影响。过去对工作家

庭关系的研究更多地聚焦于工作和家庭间的冲突

方面。工作家庭冲突是一种角色间冲突的特殊形式, 
当来自工作的角色压力与来自生活的角色压力不

相 容 时 便 会 产 生 工 作 家 庭 冲 突 (Greenhaus & 
Nicholas, 1985)。随着工作家庭关系研究的深入, 学

者由消极的视角转变为积极的视角, 开始关注工作

家庭间的相互促进。工作家庭促进指某一角色领域

(工作或家庭)相关活动收获的资源对另一角色领域

机能水平的提升程度(Wayne, Musisca, & Fleeson, 
2004)。Frone (2003)整合了冲突和促进的视角, 认

为工作家庭平衡是一种由于兼顾家庭和工作而导

致的相容和冲突并存的生活体验。本研究受工作-
家庭关系研究双重指向观点的启发, 认为工作-家
庭支持也应该是一个双向的概念 , 即在工作中的

支 持 有 助 于 家 庭 生 活 的 发 展 (工 作→家 庭 支 持 ), 
同时 , 家庭的支持也有助于工作的发展(家庭→工

作支持)。 
Eisenberger, Huntington, Hut 和 Sowa 在 1986

年提出了组织支持感的概念, 描述员工对组织重视

他们的贡献、关心他们福利待遇的总体感觉。早期

的研究指出上司和同事的支持会增强员工的创造

力 (Amabile et al., 1996; Oldham & Cummings, 
1996)。作为组织支持感的一个子集, 员工感受到的

来自组织对其工作和家庭生活整合的支持显著降

低工作-家庭冲突、提升工作-家庭促进水平(Thomas 
& Ganster, 1995; Wayne, Randel, & Stevens, 2006)。
此外, 家庭情感支持的程度也会影响促进(Hanson, 
Hammer, & Colton, 2006)。有关员工感受到的工作-
家庭平衡状态对员工创造力影响的研究目前还比

较少, 其研究结果却也存在分歧。Madjar, Oldham
和 Pratt (2002)的研究发现, 由上司和同事所提供的

工作支持以及由家庭和朋友提供的非工作方面的

支持 , 对员工的创新绩效都有重要影响。Russell 
(2007)研究工作-家庭冲突, 工作-生活平衡的管理

支持以及家庭支持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关系。研究

假定工作家庭冲突与员工创造力负相关, 得出的结

果却并不支持这个假设。但是, 他们发现工作-生活

平衡的管理支持和家庭支持与员工创造力显著正

相关, 但二者对工作-家庭冲突与员工创造力之间

的关系不起调节作用。Schieman 和 Young (2010)
研究了美国员工创新工作与工作-家庭冲突之间的

关系, 结果显示创新工作与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

有关的压力思维负向相关。回顾以往的研究, 许多

研究者都认为创造力是一种认知的、人格的和社会

的 层 面 的 整 合 (Sternberg, 1988; Amabile et al., 
1996)。本研究尝试从时间与精力角度、认知角度

和积极情绪角度来解释工作-家庭支持对员工创造

力的影响。 
首先, 从时间与精力的角度看, 许多研究表明

员工的创造力表现需要大量的个人时间和精力的

投入(Amabile, 1983)。工作-家庭支持减轻了员工处

理家庭事务的后顾之忧, 从客观上保证员工有足够

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创造性工作中。 
其 次 , 从 认 知 丰 富 性 的 角 度 考 虑 , Sh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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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 和 Oldham (2004)在他们的综述中表明：影响

员工创造力的一个重要个体方面的特征是适应或

创新的认知风格, 这种认知上的差异会决定创意风

格和创意程度的不同。工作家庭冲突主要表现在时

间和精力方面 , 工作家庭促进则强调看问题的视

角、可以相互借鉴的技能等方面。如果员工感受到

更多的工作-家庭支持, 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的

关系, 那么他们可能关注更多的工作和非工作生活

相容相辅的方面, 这种开放通融的思考方式可能会

有利于员工在工作中产生更有新意的点子。 
再有, 从积极情绪角度考虑, 无论是较早的研

究(如 Isen, Dauman, & Nowicki, 1987)还是最近的

证据(Amabile, Barsade, Mueller, & Staw, 2005), 结

果都表明积极的情绪状态较之消极的情绪状态更

有利于促进员工的创造力。因为积极的情绪状态可

以促进更灵活、多维的思考和相关的认知过程, 而

这个过程对于产生好的点子非常有利。积极情感会

激发人在思考阶段产生更多可用的认知因素, 并促

进 不 同 的 认 知 因 素 相 互 联 结 (Clore, Schwarz, & 
Conway, 1994), 这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形成。相反, 
消极情感的人要消耗一定的认知资源来防御焦虑、

悲伤、恐惧等情绪所带来的伤害, 分散了用于创造

性活动的认知资源, 进而阻碍了创造性活动(Basch 
& Fisher, 2000)。Baker, Israel 和 Schurman (1996)
发现来自上级或者同事的支持可以减少员工对工

作的消极情感并且有助于减少员工的压抑情绪。

Amabile 等人(2005)指出面临着压力和失败的员工, 
为摆脱困扰自己的消极情感, 会放弃反复的尝试和

长时间的思考, 导致创造力降低。那么, 工作领域

的支持可能提高员工的创造力表现。而家庭领域

的支持会让员工感知到被爱、被尊重, 这种支持可

以通过积极的情绪和认知方式转移到员工的工作

中去。 
2.2  工作-家庭支持、工作投入与员工创造力 

Kahn (1990)将工作投入分为生理、认知和情感

等三个维度。生理维度指员工在执行角色任务时能

保持生理上的高度卷入; 认知维度指员工能够保持

认知上的高度活跃及唤醒状态, 并能清晰地意识到

自己在特定工作情境中的角色和使命; 情绪维度指

员工保持自己与同事和上级的联系以及对他人情

绪情感的敏感性。组织支持感对员工工作投入的积

极 作 用 已 得 到 许 多 研 究 的 证 实 。 Eisenberger, 
Rhoades 和 Cameron 的研究发现, 组织支持感会加

强员工对任务重要性的感知, 从而增加员工对工作

任 务 的 兴 趣 。 Demerouti, Bakker, Nachreiner 和

Schaufeli 则认为当工作资源(组织支持感、组织公

平等)不足以满足员工工作需求时, 会对员工的工

作投入造成消极影响。而 Carlson, Witt, Zivnuska, 
Kacmar 和 Grzywacz (2008)的研究还发现家庭对工

作的促进能够提高员工的关系绩效。工作-家庭支

持感中的工作领域支持感作为组织支持感的一个

子集, 更多地关注于员工所感知到的组织对自己家

庭生活的支持, 而工作-家庭支持感中的家庭领域

支持感则更多地关注员工所感知到的家庭对自己

工作生活的支持。尽管关于工作-家庭支持与工作

投入的研究还不多, 但以上研究为工作-家庭支持

与员工积极的工作态度与行为的关系提供了支持。 
事实上, 员工都渴望能得到领导的理解和支持, 

拥有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氛围, 以及良好的同事关系, 
这样员工会更忠于组织 , 努力工作。在家庭方面 , 
员工更渴望得到家人的情感支持以及对其工作的

肯定, 例如当员工工作较忙时, 家人能让他少做家

务, 使其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因此, 本研究

假设： 
假设 1：工作-家庭支持对工作投入有正向影响

作用。 
目前还缺少相关的实证研究能系统地解释工

作因素和家庭因素是如何共同影响员工的创造力

表现的。结合前文从时间与精力角度、认知角度和

情绪角度对工作-家庭支持与创造力表现的分析发

现, 工作投入的构念涵盖了创造性工作投入、开放

融通的认知方式和积极情绪的内涵。可见工作投入

是员工精力投入、积极情绪和完满的认知状态的一

个 重 要 表 现 。 而 且 前 人 的 研 究 表 明 社 会 支 持

(Schaufeli, 2006)、知觉到的组织支持(李金波, 许百

华, 陈建明, 2006)和领导支持(Bakker & Demerouti, 
2007)等因素会对员工的工作投入产生显著的正向

影响。Britt, Adler 和 Barton (2001)利用士兵进行实

验, 发现工作投入能帮助个体面对充满压力的工作, 
降低心理紧张程度。Amabile 等人(1996)将工作压

力视为影响员工创造性的负面因素, 过分的工作压

力会减少员工创造活动, 但适当压力可以作为内在

动机的唤醒因素, 使员工的内在动机一直处于较高

水平, 从而提高创造性。因此, 可以预期工作投入

在工作 -家庭支持与员工创造力之间起到中介作

用。当感知到工作领域支持和家庭领域支持时,员工

更容易投入到工作中去, 进而在自己的工作角色中

展现自我雇佣和自我表达, 自我雇佣驱使员工把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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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投入到生理、认知和情感的工作角色中, 自我表

达则倾向于展现个性、思维和情感(Kahn, 1992), 
这都将有助于员工产生创造性行为。因此, 本研究

假设： 
假设 2：工作投入中介工作-家庭支持对员工创

造力的影响;  
假设 2a：工作投入中介工作领域支持对员工创

造力的影响;  
假设 2b：工作投入中介家庭领域支持对员工创

造力的影响。 
2.3  工作投入、创造性人格与员工创造力 

个体是否具有创造力不仅受他的认知、情绪和

工作投入的影响, 还要受他自身人格特征的制约。

人格特征是相对稳定的 , 其对员工创造性的影响 , 
主要有两种研究模式, 即研究创造性人格或大五人

格与创造力的关系。结合前文的分析, 工作投入涵

盖认知角度, 而创造性人格和个体的认知风格密切

相关, 创造性人格可能影响工作投入与员工创造力

间的关系。 
研究表明具有较高水平创造性人格的个体会

比具有较低水平创造性人格的个体展现出更高的

创造力(Feist, 1999)。支持个体观的学者认为创造是

个体独自顿悟的产物 , 是个体内部产生的 , 因此 , 
创造性会在具有特定特质的个体身上自发地产生。

有的研究表明具有创造性人格的个体会更看重有

利于他们创造力培养的环境(Oldham & Cummings, 
1996)。然而, 目前很少研究从实证的角度检验创造

性人格的调节作用(Madjar et al, 2002), 当获得工

作领域支持和家庭领域支持时, 高创造性人格的员

工会比低创造性人格的员工更珍惜所获得的支持, 
进而展现出高水平的创造性绩效表现来回报组织。

因此, 当高创造性人格的员工从事复杂的工作, 并

处于支持性而非控制性的管理模式之下时, 员工会

表现出高水平的创造力。在个体因素方面, 创造力

主要受个体的知识、认知方式和人格特征等因素的

影响。当创造性人格较高的个体对工作具有高度的

热情、愿意为工作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时, 其创

造力的潜能会更容易转化为现实的创造力。因此, 
本研究假设： 

假设 3：创造性人格在工作投入与员工创造力

关系之间起调节作用。高创造性人格的个体, 工作

投入对其创造力的影响会比低创造性人格的个体

更强烈。 
综合而言, 本研究的框架如图 1 所示。 

3  研究方法 
3.1  工具 

除了工作-家庭支持量表采用国内量表外 , 本

次研究中运用的其余量表皆为国外学者开发的量

表, 在国内外相关研究中有广泛的运用并有较好的

信效度。首先由外语学院 2 名研究生和本文研究者

对量表的英文原文进行了翻译工作, 并就有关翻译

中存在的分歧进行研讨, 根据我国情况对个别题目

措词进行了修订, 最后基本取得一致意见。因为工

作投入、创造性人格和创造力量表在国内都有比较

成熟的中文翻译版本, 因此本研究没有经过互译的

过程。 
问卷调查采用配对的方式进行, 调查问卷分为

员工自陈问卷和主管调查问卷。首先在被试员工名

单上对员工进行编号, 并在员工自陈问卷中的姓名

一栏填入编号, 相应地在主管调查问卷姓名一栏填

入该被试员工的姓名, 如果需要直线主管评价多名

下属, 则发放多份主管调查问卷。问卷回收后通过

员工名单、员工自陈问卷和主管调查问卷姓名一栏

的信息进行配对。其中员工自陈问卷内容包含：工

作-家庭支持量表、工作投入量表、创造性人格量

表以及填写人基本资料, 员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填

写。主管调查问卷是创造力量表, 由员工直属上司

根据员工的实际表现进行填写。 
3.1.1  工作-家庭支持  工作-家庭支持的实证研究

目前在国内还处于探索阶段, 从现有关于工作-家

庭支持量表的开发和使用研究来看, 李永鑫和赵娜 
 

 
 

图 1  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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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的工作-家庭支持问卷中对我国企业为员工

提供的家庭支持以及家人为员工提供的支持概括

得较为全面且信效度较高, 因此本文主要以此问卷

为基础 , 同时参考 Jahn, Thompson 和 Kopelman 
(2003)和杨菲(2007)研究中涉及工作领域和家庭领

域支持的相关题目, 修订工作-家庭支持量表。员工

根据自身感受填写此量表。采用 7 点计分, 从 1 (非
常不同意)到 7 (非常同意)。 
3.1.2  工 作 投 入   采 用 Schaufeli, Salanova, 
González-Romá 和 Bakker (2002)开发的 UWES 问卷

共 17 道题目测量工作投入。其中, 活力包括 6 道题

目, 如“在工作中, 我感到精力充沛”等; 奉献包括

5 道题目, 如“我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感到自豪”等; 
专注包括 6 道题目, 如“我在工作时会达到忘我的

境界”等。员工根据自身感受进行自我评价。采用 7
点计分, 从 1(非常不同意)到 7(非常同意)。 
3.1.3  创造力  员工创造力采用 George 和 Zhou 
(2001)开发的量表, 包括 11 个问题, 例如, “是一个

经常产生创新想法的人”, “为实现新的计划订立详

细的计划和进度表”。这个量表由员工直属上司根

据员工的实际表现进行填写, 以增加评价的客观性, 
避免员工夸大自身创造力, 减少研究的同源误差。

采用 7 点计分, 从 1 (非常不同意)到 7 (非常同意)。 
3.1.4  创造性人格  创造性人格量表选用 Gough 
(1979)开发的创造性人格量表(CPS), 量表属于自

陈式的多项选择题, 包括 30 个性格描述的形容词, 
其中有 18 个与创造力是正相关的, 而另 12 个词与

创造力负相关。员工根据自身的性格, 勾选适合自

己的性格描述, 统计创造性人格得分时, 被试每勾

选一个与创造力正相关的形容词加 1 分, 每勾选一

个与创造力负相关的形容词减 1 分, 最终得分为被

试的创造性人格得分。 
3.2  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数十个企业, 涵盖通讯、房

地产、IT 和金融等多个行业。作者与数十个企业的

管理人员建立了合作关系, 由他们协助到企业里发

放问卷, 作者在回收配对问卷后分别针对各个企业

的数据进行分析, 为他们提供一份针对该企业员工

工作家庭支持与员工创造力水平的反馈和建议报

告。此外, 结合电子问卷、问卷回邮等多种方式, 本

研究发放的问卷获得了较高的回收率, 共发放调查

问卷 1000 份, 回收有效问卷 773 份, 有效回收率为

77.3%。 
样本分布情况为男性 372 人(48.90%), 女性

388 人(51.10%); 年龄以 30 岁以下(56.80%)及 31~ 
40 岁(32.20%)为主; 婚姻状况方面, 以已婚的为主

(82.00%), 未婚、同居、离异分别占 11.80%、5.60%、

0.70%; 57.90%的员工有小孩; 公司性质方面, 国有

企 业 占 最 大 比 例 (43.80%), 其 次 是 民 营 企 业

(24.40%), 合资、外资企业比例较低, 分别为 9.70%
和 13.30%; 工作年限方面, 在本企业年资以 5 年以

下(55.30%)和 5~10 年(31.30%)的为主; 在本岗位年

资以 5 年以下(69.40%)和 5~10 年(24.40%)为主; 教

育程度以大专及以下(42.10%)和本科(46.90%)的为

主, 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比例较低(10.90%)。 
3.3  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用 SPSS 15.0 和 AMOS 7.0 对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首先,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工作-家庭

支持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接着, 对各量表进

行信度分析, 进行基本的描述性统计。最后, 采用

多元回归检验工作-家庭支持、工作投入对创造力

的影响, 并检验工作投入的中介效应和创造性人格

的调节效应。 

4  数据分析与结果 

4.1  工作-家庭支持量表验证性因子分析 
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考察工作-家庭支持量表

的结构效度。根据温忠麟、侯杰泰和马什赫伯特

(2004)的做法, 本研究也采用 χ2/df、CFI、NNFI 和

RMSEA 等几个拟合指数。其中 χ2/df 大于 10 表示

模型很不理想, 小于 5 表示模型可以接受, 小于 2
则表示模型拟合得很好; CFI 和 NNFI 的变化区间在

0 到 1 之间, 越接近于 1 拟合度越好, 一般认为其临

界值为 0.9, 大于 0.9 表示拟合得很好; RMSEA 的变

化区间也在 0 到 1 之间, 但越接近于 0 越好, 临界

值为 0.08, 小于 0.05 表示拟合得非常好。工作-家
庭支持量表的 χ2/df 为 4.93, CFI 为 0.96, NNFI 为

0.95, RMSEA 为 0.07,各项指标都拟合得较好, 表明

测量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 
4.2  信度分析结果 

工作-家庭支持量表中 , 工作领域支持和家庭

领域支持的 Cronbach α分别为 0.94 和 0.87, 工作投

入量表的 Cronbach α 为 0.92, 创造性人格量表的

Cronbach α 为 0.76, 员工创造力量表的 Cronbach α
为 0.94, 各量表的信度系数均大于 0.70, 各测量量

表信度较高。 
4.3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 

表 1 反映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和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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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相关系数。由表 1 可知, 在本次参加调查的被

试中, 目前所感知到的由组织方面提供的家庭生活

支持较低, 而员工感觉到由领导方面提供的支持则

相对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上级领导对自己

工作家庭平衡的理解与支持固然重要, 但组织更需

要从政策层面为员工提供更多的家庭生活支持。同

时, 员工感知的家庭领域给予的情感性支持和工具

性支持则较高, 平均分都超过 5 分。这反映了在中

国传统家庭观念中, 工作是为了家庭, 于是员工的

拼命工作往往能得到家人的支持。 
本研究还采用了 Pearson 相关分析的方法, 初

步探索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工作投入和工作-家庭支持的各个变量在 0.01 水平

上都显著正相关, 这说明员工获得的工作-家庭支

持越多, 员工的工作投入程度就越高, 这为验证假

设 1 提供了基础; 而且工作投入也与创造力在 0.01
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这在一定程度上, 表明我国员

工对工作-家庭支持的感知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创

造力都与其工作投入的强弱程度有密切的关系, 这

为验证假设 2 和假设 3 提供了基础。 
4.4  多元回归分析 
4.4.1  工作-家庭支持对工作投入影响的检验  以

工作领域支持和家庭领域支持为自变量, 工作投入

为因变量, 进行多元层级回归分析。由表 2 可以看

到, 员工目前感知到的来自工作领域的家庭支持和

来自家庭领域的工作支持对其工作投入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 假设 1 得到验证。 
4.4.2  工作-家庭支持对创造力影响的检验  以工

作领域支持和家庭领域支持为自变量, 创造力为因

变量, 进行多元层级回归分析。由表 3 可以看到, 员

工感知到的来自工作领域的支持对其创造力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 员工感知到的来自工作领域的支持

越多, 就会有越高的创造力。员工感知到的来自家

庭领域的支持对其创造力也有正向影响, 但不显著, 
表明来自家庭领域的支持对提升员工的创造力有

一定帮助, 但员工创造力主要受工作领域的因素影

响, 因此组织要增强员工创造力需要更多从组织政

策方面和领导支持方面着手。 
4.4.3  工作投入对工作-家庭支持和创造力的中介

作用   对 工 作 投 入中 介作 用 的验 证我 们 借鉴 了

Baron 和 Kenny (1986)提出的关于中介作用分析的

4 个条件：(1)自变量与中介变量显著相关; (2)中介

变量与因变量显著相关; (3)自变量与因变量显著相

关; (4)当控制中介变量, 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很

小(部分中介)或没有(完全中介)。 
通过上述的检验可得知工作-家庭支持中的工 

 

表 1  各变量相关矩阵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 性别 --               

2 年龄 0.19** --              

3 婚姻状况 0.02 0.13** --             

4 是否有小孩 −0.10 −0.54** −0.14** --            

5 公司性质 −0.05 −0.04 0.07 −0.07 --           

6 教育状况 0.04 −0.23** −0.10* 0.24** −0.12** --          

7 组织支持 −0.02 0.06 −0.10 −0.07 0.01 −0.13** --         

8 领导支持 0.01 0.04 −0.10** −0.10** −0.03 −0.06 0.75** --        

9 工作领域支持 −0.01 0.03 −0.00 −0.09* −0.01 −0.10** 0.95** 0.92** --       

10 情感性支持 −0.03 0.03 −0.03 −0.03 −0.04 −0.04 0.36** 0.36** 0.38** --      

11 工具性支持 −0.06 0.05 −0.00 −0.05 −0.01 −0.11** 0.40** 0.40** 0.43** 0.63** --     

12 家庭领域支持 −0.05 0.04 −0.02 −0.04 −0.03 −0.08* 0.41** 0.41** 0.44** 0.94** 0.86** --    

13 工作投入 0.07 0.08* −0.02 −0.14** 0.06 −0.15** 0.61** 0.58** 0.64** 0.41** 0.42** 0.45** --   

14 创造性人格 0.10** −0.07 0.03 0.05 0.04 0.03 0.07* 0.06 0.07** 0.13** 0.05 0.10** 0.16** --  

15 创造力 0.09* −0.08* 0.01 0.01 −0.03 0.10* 0.11** 0.16** 0.14** 0.11** 0.04 0.09* 0.13** 0.18* -- 

M 0.49 31.73 1.95 1.42 2.19 1.69 4.59 4.97 4.77 5.27 5.35 5.30 4.98 1.70 4.91

SD 0.50 6.68 0.44 0.49 1.35 0.67 1.02 0.97 0.93 0.80 0.87 0.75 1.02 3.72 0.94

注：**表示 p<=0.01, *表示 p<=0.05。性别 , (0)女 , (1)男 ; 婚姻状况 , (1)未婚 , (2)已婚 ,(3)同居 , (4)离异 ; 是否有小孩 , (1)是 , (2)否 ; 

公司性质 , (1)国有企业(2)民营企业(3)合资企业(4)外资企业(5)其他 ; 教育状况 , (1)大专及以下 , (2)本科 , (3)硕士研究生 , (4)博士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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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工作-家庭支持对工作投入的回归分析结果 (N= 

773) 

工作投入 
变量 

Step 1 Step 2 

控制变量   

性别 0.06 0.08** 

年龄 −0.03 −0.03 

婚姻状况 −0.06 −0.05 

是否有小孩 −0.11* −0.09* 

企业性质 0.05 0.06 

教育状况 −0.14** −0.06* 

工作-家庭支持   

工作领域支持  0.52** 

家庭领域支持  0.21** 

Adjust R2 0.04 0.04 

R△ 2 0.44 0.45 

F 5.34** 70.46** 

注：表中所示均为标准化系数。**表示 p<=0.01, *表示 p<=0.05, 

Adjust R2 是指调整后的 R2, R△ 2 是指层级回归分析中, 随着新的

自变量不断进入模型, 因变量中的变异性被回归方程解释的比

例的增加值。下同 

 
表 3  工作-家庭支持对创造力的回归分析结果(N=773) 

创造力 
变量 

Step 1 Step 2 

控制变量   

性别 0.10* 0.10** 

年龄 −0.10* −0.10* 

婚姻状况 0.01 0.01 

是否有小孩 −0.06 −0.05 

企业性质 −0.02 −0.02 

教育状况 0.07 0.09* 

工作-家庭支持   

工作领域支持  0.14** 

家庭领域支持  0.04 

Adjust R2 0.01 0.04 

R△ 2 0.02 0.05 

F 0.02* 0.00** 

注：表中所示均为标准化系数。**表示 p<=0.01, *表示 p<=0.05 

 
作领域支持对员工的创造力造成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工作-家庭支持中的工作领域支持还会显著地正

向影响工作投入。为了证明工作投入对工作领域支

持和创造力的中介作用, 进行多元层级回归, 回归

结果如表 4 所示。当控制变量工作投入后, 自变量

工作领域支持对因变量创造力的影响系数从 0.15 

(p<0.01)下降为 0.12 (p<0.05), 工作投入在工作领

域支持对员工创造力影响的过程中起到了部分的

中介作用, 假设 2a 得到证实。由于家庭领域支持不

与创造力显著相关(如表 3 所示), 因此, 工作投入

在家庭领域支持对员工创造力影响的过程中没有

起到中介作用, 假设 2b 没有得到证实。 
 
表 4  工作投入对工作-家庭支持和创造力的中介作用回

归分析结果(N=773) 

创造力 
变量 

Step 1 Step 2 Step 3 

控制变量    

性别  0.10*  0.10**  0.10* 

年龄 −0.10* −0.10* −0.10* 

婚姻状况  0.01  0.01  0.01 

是否有小孩 −0.06 −0.05 −0.05 

企业性质 −0.02 −0.02 −0.02 

教育状况  0.07  0.09*  0.10* 

自变量    

工作领域支持  0.15**  0.12* 

中介变量    

工作投入    0.16* 
Adjust R2  0.01  0.04  0.04 

R△ 2  0.02  0.05  0.05 
F 2.51* 4.52** 4.15**

注：表中所示均为标准化系数。**表示 p<=0.01, *表示 p<=0.05 

 
4.4.4  创造性人格对工作投入和员工创造力的调

节作用   利用层级回归检验创造性人格的调节作

用, 表 5 的结果显示, 工作投入与创造性人格的乘

积项在 0.05 水平上显著, 系数为 0.26。这结果表明, 
创造性人格在工作投入和员工创造力之间存在显

著的调节作用。高创造性人格的个体, 工作投入对

其创造性的影响会比低创造性人格的个体更强烈。 
 接下来解释创造性人格在工作投入与员工创

造力关系之间起到的调节作用。根据调节作用的分

析和解释方法(陈晓萍, 徐淑英, 樊景立, 2008), 本

研究取创造性人格均值左右各一个标准差的区域

之外各作一组(大于 M + 1SD 的数据作为高创造性

人格组, 小于 M ‒ 1SD 的数据作为低创造性人格

组), 采用简单斜率分析的方法画出工作投入与创

造性人格的交互作用图。 
 如图 2 所示, 当员工创造性人格水平较高时, 
员工的工作投入对其创造力表现有积极的作用; 但

当员工创造性人格水平较低时, 员工的工作投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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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创造力表现就没有显著的影响 ,也就是说 , 员工

的工作投入, 在不同的创造性人格水平下, 对创造

力会产生不同的作用。综合以上分析可知, 假设 3
得证。具体表现为, 高创造性人格的个体, 工作投

入对其创造力的影响会比低创造性人格的个体更

强烈。 
 
表 5  创造性人格对工作投入和员工创造力关系的调节

作用回归分析结果(N=773) 

创造力 
变量 

Step 1 Step 2 Step 3 

性别  0.10*  0.07  0.07 

年龄 −0.10* −0.08 −0.08 

婚姻状况  0.01  0.01  0.01 

是否有小孩 −0.06 −0.05 −0.05 

企业性质 −0.02 −0.03 −0.03 

教育状况  0.07  0.09*  0.09* 

工作投入   0.11*  0.12* 

创造性人格   0.16*  0.41* 
工作投入*创造

性人格 
   0.26* 

Adjust R2  0.01  0.05  0.06 

R△ 2  0.02  0.06  0.07 

F 2.51* 5.75** 5.37** 

注：表中所示均为标准化系数。**表示 p<=0.01, *表示 p<=0.05 
 

 
 

图 2  创造性人格在工作投入和创造力间的调节作用 
 

5  结论与启示 
5.1  工作-家庭支持的结构及现状 

本研究受工作-家庭关系理论的启发 , 借鉴双

向模型的观点 , 认为工作-家庭支持也应该是一个

双向的概念 , 包含从工作领域获得的指向家庭的

支持 , 即组织支持和领导支持 , 也包含从家庭领

域获得的指向工作的支持 , 即情感性支持和工具

性支持。 
工作领域支持中的组织支持指组织为员工提

供的有利于平衡家庭生活的人文环境、工作条例和

福利待遇等, 主要是政策性的支持, 例如在组织附

近建立敬老院、幼儿园等。领导支持则主要是指单

位领导给予员工精神上的支持, 这属于非政策性的

支持 , 例如当员工因为家庭的事情影响到工作时 , 
领导会理解员工。家庭领域支持中的情感性支持是

指当员工工作上出现困难时, 家人给予员工精神上

的鼓励和安慰 , 以减轻员工工作上的压力。同时 , 
家庭成员还应该为员工提供工具性的支持, 如员工

工作较忙时, 帮助员工分担家务活, 让员工能更安

心地专注于本职工作。 
根据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 目前我国员工所

感知到的由组织方面提供的家庭支持较低, 员工感

知到由领导方面提供的支持则较高, 这在一定程度

上表明, 在企业中, 弹性工作制、家庭福利等政策

并不完善, 其推行的范围并不广泛, 落实的程度并

不理想。在我国, 工作-家庭平衡还没有成为政府、

组织和员工的共同信念, 政府没有制定任何规章要

求组织照顾和满足员工的家庭需要(刘永强, 赵曙

明, 王永贵, 2008)。因此, 在我国, 组织提供的政策

支持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而领导作为组织的代理人, 与员工有更直接的

联系, 也能根据员工需要为其提供更及时和直接的

家庭支持。当组织采用正式的家庭友好策略时, 在

实际实施过程中领导有权决定具体由谁来享用该

福利(Friedman & Johnson, 1997), 例如当员工因家

庭事务而请假时, 首先需要得到领导的批准, 而当

组织没有相关的正式制度安排时, 领导也可以做出

一 些 灵 活 的 安 排 为 员 工 提 出 非 正 式 的 选 择 方 案

(Powell & Mainiero, 1999)。由此可见, 领导支持由

于容易受到领导的主观影响而相对缺乏公平性, 因

此, 领导对员工工作-家庭平衡的理解与支持固然

重要, 但实际上, 员工更希望组织能通过明文规定

的政策性支持以保证每个员工都能公平地享用这

些支持。 
与工作领域支持相比, 员工感知的家庭成员给

予的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均较高。这反映了在

中国传统观念中, 工作是为了家庭, 于是员工拼命

工作往往能得到家人的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 
5.2  工作-家庭支持与工作投入的关系 

本研究通过多元层级回归分析了工作-家庭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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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感知水平与工作投入的关系。结果显示, 员工

感知到的工作领域支持和家庭领域支持对其工作

投入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国外不少研究都显示了家庭友好政策等由组

织提供的家庭支持对员工的工作态度和行为有积

极的影响(Premeaux, Adkins, & Mossholder, 2007), 
当员工感受到组织实实在在的家庭支持时, 员工就

会增强对组织的义务感, 进而提高自己的工作投入

水平。此外, 当组织为员工在人文环境、工作条例

和福利待遇等方面给予家庭支持时, 员工会利用这

些资源以更好地完成其家庭角色责任, 许多因家庭

事务所造成的顾虑得以消除从而在工作时能有更

高的活力和专注度, 作为对这些支持回报, 员工会

表现出更高的工作投入。另一方面, 领导支持表现

为领导能关心和理解员工的家庭生活, 为员工平衡

工作与家庭提供便利和建议, 并能在行动和精神上

给予员工支持和鼓励。同时, 领导支持也意味着对

员工工作表现的肯定和鼓励, 可以让员工感觉到工

作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这些积极的心理支持无疑有

助于员工工作投入的发生。 
另一方面, 本研究发现家庭领域的支持会对员

工 工 作 态 度 和 行 为 产 生 积 极 的 影 响 , 这 跟

Grzywacz 和 Marks (2000)的研究结果一致。当员工

感受到家庭成员对其工作的支持时, 员工会认为自

己的工作得到认可与重视 , 从而产生积极的情绪 , 
这有助于他们更好地投入工作。同时, 家庭成员给

予的工具性支持主要减轻员工的家务负担 (King, 
Mattimore, King, & Adams, 1995), 这有助于帮助

员工缓解工作与家庭生活之间的时间冲突(Adams, 
Daniel, & Daniel, 1996), 使员工能够专注于本职

工作。 
5.3  工作投入对工作-家庭支持与创造力关系的

中介作用 
本研究提出并验证了工作领域支持通过工作

投入的中介效应影响员工创造力, 在理论上澄清了

工作-家庭支持中的工作领域支持、工作投入和员

工创造力三者的关系。可以认为, 工作投入是工作-
家庭关系对员工创造力产生影响的关键因素。工作

领域对员工平衡工作家庭关系提供的支持能够从

生理、认知和情绪角度, 通过影响员工的工作投入

进而对员工的创造力表现产生影响。当员工获得组

织和领导对其家庭的支持时, 员工会利用这些资源

以更好地兼顾其家庭角色责任, 员工所面临的工作

-家庭冲突会因此减少, 从而表现出更高的工作投

入水平。工作投入的员工不仅会表现出积极的情绪

状态 , 还会在工作中表现出不知疲倦的高度卷入 , 
并 在 认 知 上 表 现 出 高 度 的 活 跃 及 唤 醒 状 态

(Schaufeli et al., 2002)。这种积极的情绪(Madjar et 
al, 2002)和开放通融的认知状态(Shalley et al, 2004)
会有利于员工集中认知资源从事创造性活动, 进而

促进创新思维的形成。因此, 本研究的重要理论贡

献之一在于从理论上发现了工作投入作为工作-家

庭关系领域影响员工创造力领域的中介作用。分析

工作投入应是未来研究工作-家庭关系对员工创造

力产生影响的重要任务。 
国外有一些研究显示家庭领域支持有助于员

工产生创造力(Koestner, Walker, & Fichman, 1999), 
然而本研究中家庭领域支持对创造力的正向预测

作用的假设并没有得到证实。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

可能是, 在我国的传统观念中, 员工会认为家庭成

员给予的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是理所当然的, 
得到家庭成员的支持会让员工产生积极的情绪, 保

障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但假如员工得

不到家庭成员的支持, 员工则会表现出消极的情绪, 
这种消极的情绪会很容易渗透到工作中去, 使员工

难以专注于工作当中, 从而影响实际的工作表现。

家庭领域的支持可能只是一种时间、精力和心理保

障, 缺乏创新目标的指向。工作领域的支持减轻员

工的后顾之忧, 更好地指向工作本身。员工所获得

的家庭支持能否转化为工作中的创造性绩效表现, 
可能还受到工作场所中许多因素(如领导因素和组

织因素)的影响。因此, 家庭领域支持对创造力的正

向预测作用并不明显。随着我国企业对员工的工作

家庭平衡问题越来越重视, 家庭领域支持所起的作

用值得未来继续检验。 
5.4  创造性人格对工作投入与创造力关系的调

节作用 
回归分析的结果支持创造性人格对工作投入

与创造力关系的调节作用 , 高创造性人格的个体 , 
工作投入对其创造性的影响会比低创造性人格的

个体更强烈。这进一步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人格特

征会影响社会条件对个体创造力的作用(Amabile et 
al., 1996; Woodman et al., 1993)。不难理解, 高创造

性人格的个体相对于低创造性人格的员工具有更

多的创造力天赋与潜能, 当高创造性人格的员工对

工作具有高度的热情, 并且愿意为工作投入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时, 其创造力的天赋与潜能会更容易转

化为现实的创造力表现。由此可见, 组织和领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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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应该为员工提供家庭友好政策支持以及精神上

的支持和鼓励, 还要多对员工进行了解, 根据员工

的不同个性特点给予适当的支持。 
5.5  本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研究的展望 

在研究中, 由于自身资源的约束和经验的不足,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在此加以说明, 
希望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借鉴： 

首先 , 本研究主要关注员工对工作-家庭支持

的现状感知水平对其工作投入和创造力的影响, 但

根据需要-供给匹配观点(Bretz, Ash, & Dreher, 1989; 
Cable & Judge, 1994), 研究工作-家庭支持对员工

工作态度和行为表现的影响, 除了需要关注员工的

感知水平 , 还需要了解员工的实际需求 , 只有当

员工的需求得到满足时 , 组织的供给才会对员工

的工作态度和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 后续研

究可以关注我国员工对工作-家庭支持的期望与需

要 -供给匹配程度 , 进一步丰富工作 -家庭支持领

域的研究。 
其次, 本研究将工作投入这一变量纳入到工作

-家庭支持对创造力影响的研究中进行探讨, 并考

虑了创造性人格的调节影响, 具有一定的尝试意义, 
结果也初步证实了工作投入在创造力模型中具有

中介作用。但影响创造力的因素和作用机制十分复

杂, 创造力模型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探讨。 
第三, 与以往的很多实证研究一样, 本文选取

的是某一个时点的横截面数据, 但由于员工工作投

入表现和创造力的形成是一种长期性的结果, 而且

工作-家庭支持的作用效果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发生改变, 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纵向研究, 动

态地挖掘工作-家庭支持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 以

及工作投入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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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eativity is one of the central issues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search. 

Nowadays, employees ar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balance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As a result, 
many organizations hope to provide more family support to help employees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 job, and 
thus improve their creativity. However, work-family support is a two-way concept, so the family support tha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process should also be concerned. This research focused on work-family support 
which means the support from organization and family, and discussed the impact of employees’ perceived 
work-family support on employees’ creativity as well as the effect of work engagement as mediator. At the same 
time, we took personality into consideration and examine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creative personality in the 
process. 

Based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ur study was conducted with matching questionnaires. The questionnaire 
for employees included work-family support, work engagement and creative personality, while employees’ 
creativity was rated by direct supervisors. Data was collected in Guangzhou, Shenzhen, Zhuhai and other cities 
among 773 groups of employees and their direct supervisors. 

After analyzing the data, we have foun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In the context of our Chinese culture, 
work-family support consists of four factors which are organizational support, leadership support, emotional 
support and instrumental support.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leadership support are defined as work support, 
while emotional support and instrumental support are defined as family support. (2) Demographic variables had 
distinct influence on employees’ perceived work-family support and work engagement. (3) Employees’ 
perceived work-family support had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work engagement. (4) Work engagement 
mediated the effects of work support on employees’ creativity. (5) Creative personality moderated the effects of 
work engagement on employees’ creativity. The creativity of individuals with high creative personality wa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work engagement compared to individuals with low creative personality. 

The present study demonstrated the impact of employees’ perceived work support on employees’ creativity 
as well as the effect of work engagement as mediator. It is indicated that in order to enhance employee’s 
creativity, organizations should provide Family Friendly Policies besides selecting and training. Furthermore, it 
would be effective and meaningful to guide the immediate supervisors, who are regarded as representatives of 
the organization, to help employees balance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On the other hand, although the impact of 
family support on creativity was not significan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family support on work engagement 
should not be ignored. It is worthwhile for organization to develop a family friendly culture which helps 
employees’ to gain the support from family. The last 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is that the effect of work 
engagement was moderated by creative personality has been proved. For practical implications, it should be 
encouraged for managers to provide more work support for employees with high creativity personality. 
Key words  work-family support; work engagement; creative personality; employees’ creativity 


